
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区别

本文尝试用现行的民法理论与制度来理解与分析区块链挖矿问题。

在展开具体的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先明确权利、法律行为和私法自治等相关概念，
因为“民法系以权利和法律行为这两个核心概念，以私法自治为根本理念，体现人
的自由、平等及人格尊严。”[1]

关于权利本质的说法有很多，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权利本质是一种自由，
另一类认为权利是一种利益，本文无意于在这一问题上纠结，故采用德国通说，将
权利定义为“旨在维护特定利益之意志支配力”。

权利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发生需要一定的原因，这些在私法上能引起权利发生的原
因被称为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既可能是人的行为，也可能是自然事件。对于法律事
实中人的行为，依据行为效果是否依据当事人的意思产生，可以分为法律行为和其
他行为。

在私法领域，除了法律行为的效果是当事人依据私法自治产生的，其他法律事实的
效果由法律规定。“法律行为是旨在引起法律后果的行为”[2]。法律行为是私法自
治的工具，私法自治指的是“个体基于自己的意思为自己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3]
，更通俗地来说，私法自治是个人通过法律行为而行使的自由。私法自治和法律行
为相关理论在我国《民法总则》中被凝结为一个法条，即第一百三十三条：“民事
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但“
私法自治并不意味着个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随心所欲地形成法律关系，而是只能
选择那些为法律秩序所认可的行为类型来进行私法自治设权行为”[4]。

针对这一问题，链法律师团队庞理鹏认为，需要强调两点：

第一点是法律行为的类型需要经过法律秩序认可并不意味着法律行为的类型是基于
立法而产生；第二点是法律制度对法律行为的承认，意义仅仅在于，国家基于社会
秩序维护者的地位，承诺为有效的法律行为提供强制力支持，以及排除某些有害他
人的行为之效力[5]。

在明确基本概念后，让我们来看一看在挖矿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挖矿
指的是矿
工将交易记录打包
纳入区块链并获得系统奖励和交易费
用的行为，比特币系统中交易费不是必需的，而在以太坊中交易费用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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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区块链系统中矿工会选择那些交易费比较高的交易进行打包，在这一行
为中存在两方主体，一方是矿
工，另一方是交易者。
以太坊中交易者有可能是智能合约，对于这一问题，本文暂时不予考虑，并假设每
一笔交易的双方都是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

矿工通过挖矿行为取得了针对虚拟货币的支配力和虚拟货币背后的利益，根据前文
权利的定义，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权利，至于到底是何种类型的权利，则涉及到虚拟
货币法律性质的认定
，这一问题十分重要，但为了保持文章的思路连贯和主题集中，我们将在后续的其
他文章中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如上所述，
矿工通过挖矿获得了两项针对虚拟货币的权利，一项是针对交易费用的权利，另一
项是针对系统奖励的权利。

权利的取得的样态可以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两种取得方式的区别“关键在于
权利之取得，是否源自权利前手”[6]。

显然，交易费用的取得属于继受取得，而系统奖励的取得属于原始取得。

从权利发生的原因来看，无论是对交易费用的权利还是对系统奖励的权利，其发生
原因均为法律行为，亦即是相关主体意思自治的结果。以成立所依赖意思表示的数
量为标准，法律行为可以分为单方法律行为和多方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只需要
一项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多方法律行为必需两个以上的意思表示才能成立。多方法
律行为可以进行再分类，一般认为多方法律行为可以细分为契约、共同行为和决议
，在我国实证法上，契约往往被称为合同，但部分学者用合同行为指称多数意思表
示一致的共同行为[7]，为了与立法实践保持一致，本文对合同与契约的概念不作区
分，均指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法律行为。

链法律师团队庞理鹏律师认为：对于矿工取得交易费的原因，可以看作类似于现实
生活中的悬赏广告，即交易者设定好交易费用后将交易向全网广播，矿工接收到交
易记录后投入算力将交易打包并纳入区块链。

《合同法解释（二）》第三条第一句规定：“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一定行
为的人支付报酬，完成特定行为的人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
持。”然而，对于悬赏广告的性质，学界存在“契约说”和“单独行为”说两种观
点。契约说认为悬赏广告人对于特定人或不特定人作出的悬赏意思表示是一个要约
，相对人完成悬赏广告指定行为是一个承诺，行为完成时，则契约成立。相对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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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成立时，即有报酬之请求权。[8]

对于契约说，理论和实践中的挑战主要有两点：一是不知道有悬赏广告的人完成了
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的，有没有按照悬赏广告取得报酬的权利？二是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完成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的，是否享有悬赏广告确定的报酬请求权？

按照通常的契约理论，显然不能认定于此上述两种情形时，合同已经成立，并产生
合同法上的债权和债务。因为按照合同成立的原则，双方当事人的要约和承诺之间
应当具有合致，而相对人完成行为是根本不知存在要约，则其完成行为不能认定为
承诺。

同样，合同成立的前提是合同主体必须适格，即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不能订立合同。[9]“单独行为说”认为，悬赏广告是因广告人一方的意
思表示而负担债务，在相对方面则无须承诺，仅以一定行为之完成为停止条件。[1
0]单独行为说认为，悬赏广告自作出时即产生法律约束力，其后完成悬赏广告确定
的行为，只是作为取得报酬的一个条件，而不是一种承诺。所以，完成行为人主观
认识和行为能力则不在报酬支付的考虑因素之内。单独行为说也存在自身的问题，
其不能说明悬赏广告的撤回、撤销以及因撤销所生之损害赔偿问题。[11]通过法律
上的特别规定，各国和地区悬赏广告之制度设计，处理结果大致相同。因此，王泽
鉴指出“悬赏广告法律性质的争论，严格言之，是一个法律学方法论上的问题”。
从悬赏广告由《合同法解释（三）》来规定这一事实看，我国对于悬赏广告性质的
认定，在理论上采用的是契约说。但就区块链挖矿中的交易费而言，对比两种学说
的优劣后，链法律师团队刘浪认为采用单方行为说来进行解释在逻辑上更为完备，
理由有二，一方面区块链中，所有交易均为不可撤回的，亦即单方行为说所存在的
弊端——无法解释悬赏的撤销、撤回问题，并不存在；另一方面，从区块链系统中
交易信息的广播机制来看，不同节点接收到交易信息的时间可能是不同的，这增加
了确定要约和承诺发出时间的困难，即放大了“契约说”的缺陷。

综上所述，在区块链系统中，矿工取得交易费的原因是基于交易者的单方法律行为
。

从表面来看，矿工之所以获得系统奖励的虚拟货币是源于区块链系统的底层协议和
运行规则的规定：一旦成功“挖矿”，系统自动生成一定数量的虚拟货币并记录到
矿工控制的地址下。

而区块链系统中的所有节点对上述规则达成的共识，是矿工对系统奖励享有权利的
合法性来源，因此，“共识”是矿工取得系统奖励的原因。

链法律师团队认为，可以将这种共识解释为共同行为，共同行为是当事人多个方向

                                    3 / 5



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区别

相同的意思表示趋于一致而形成的法律行为[12]。

国内有学者用共同行为来解释公司的设立行为及章程，并提出：“在共同行为中，
不仅各行为人意思表示内容相同，意思表示方向一致，而且，各行为人的意思表示
均指向一个特定的目标实体或者关系实体。之所以称之为目标实体，而不是目标主
体，是因为避免陷入所有的这类对象都具有独立的实体法上的资格或诉讼资格的误
区。”[13]根据上述理论，在区块链系统中，所有节点共同行为所指向的关系实体
为区块链，或者说是区块链社区。基于这一点，可以从社员权的角度进一步分析“
链改”中涉及的“由公司治理向社区治理”的问题，碍于篇幅限制，我们将另文分
析。

共同行为的法律效果有以下特点：

首先，共同行为对所有行为人、目标实体、目标实体的所属人员均产生拘束力。

其次，共同行为的成立和生效会产生多元的较为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

最后，共同行为对各主体产生的拘束力，相对于契约而言，其强制性更大、任意性
更小”[14]。

对于不履行共同行为约定义务的人，其应承担的责任有两种：第一种是向目标实体
承担因不履行义务而产生的法定责任，若承担该法定责任后，已无损害存在，则不
宜另外让其承担责任；

第二种是向其他行为人承担的责任，若共同行为中另有有关义务违反的明确约定，
则应依据该特约向其他行为人承担约定责任；若协约无特殊约定，但行为人的瑕疵
行为造成了其他行为人的直接损害，则前者可能要对后者承担侵权责任。[15]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

一方面，在区块链系统中对于违反共同行为约定义务的当事人，其对系统或者社区
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由法律规定，而目前的问题有两点，一是由于立法滞后，并无法
律规定违反约定者应承担何种责任，而是区块链系统中的关系实体并无实体法上的
资格，具体的责任应向谁承担难以确定；另一方面，行为人违反区块链社区的基本
规则，对用户造成损害的，用户可以提起侵权之诉，要求行为人予以赔偿。这也是
基于现行法律规定，在区块链的世界，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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